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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新闻史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新闻学研究都是从新闻史开始的。西方最早的新闻学著作是德国1845年的《德国新闻事业史》，美国最早的是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中国最早成书出版的是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改革开放后，新闻学开始招硕士，最早招收的就是新闻史方面的。80年代后期我国成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址设在北京，会长在北京的教学研究单位中遴选。这是民政部领导下的唯一一个新闻传播方面的一级学会，鼎盛时期有三百多个会员，主要进行海内外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绩很大，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和改革开放后，据统计，建国后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144种，论文和文章5203类，其中论著的数量是建国前的三倍，论文的数量几乎是建国前的100倍。

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今天着重说一说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报纸起源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这一点无可置疑。1921年12月4日，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美国编辑与出版者协会会长、有“新闻教育之父”之称的威廉博士到北大做演讲，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中国的报纸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中国的报纸起源于什么时候，学者中有众多的阐述。

　　改革开放前的新闻史著作多数认为中国的报纸起源于汉朝。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曾经提出过“汉有邸报乎”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汉朝已经有邸报了（中国古代的官报纸）。首先他指出汉朝已经有邸，邸实际上是地方诸侯王等派驻长安的办事机构，负责中央地方间信息沟通、文书传递。《史记·汉书》中有记载，燕王刘旦曾打报告给汉昭帝，说霍光造反，理由是他擅自调动御林军，有谋反嫌疑。霍光因此诚惶诚恐，汉昭帝去安慰他，说我不信，还说燕王驻地离长安那么远，信息不会那么快传到燕王那儿，所以是莫须有的事情。戈公振引用这段史料的意思是说，燕王为什么会知道霍光在长安调动军队，可能是看到邸报了。这只是一种揣测，所以用了“汉有邸报乎”这样的语气来介绍，似乎并不十分肯定。但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戈公振已更多地倾向于汉朝有邸报。之后，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台湾）都沿用这一说法。也有提出报纸在周朝就有的。建国后，我们新闻史的教材接受的是戈公振的说法。这是出于“反正中国是最早有报纸的国家，说的越早，就越好”这样一种心态。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研究上更实事求是些。我们目前更倾向于认定的，是唐朝开始有邸报的说法。

　　邸报是政府官报，宋朝开始建立起比较规范的邸报发行体制：门下省的给事中（编）——枢密院（审）——上都进奏院（发）。最后通过120个进奏官，送达各路州郡，然后，报行天下。这套发行体制在史书中有清晰的记载。唐朝的邸报发行体制则不像宋朝这么完整，但是已经开始有官报。根据之一是有关《开元杂报》的记载。孙樵在他的《经纬集》中有一篇题为《读开元杂报》的文章，说的是：他做官后回忆起当年在湖北襄汉一带赋闲时，曾经看到的数十幅书（几十页的东西），上面讲的都是有关朝廷正事和祭祀活动方面的事。他不知这是什么，这时有客从长安来，说这就是当年在长安出的报纸。而孙樵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晚唐。根据之二是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文物中找到的唐朝的进奏院状，即“敦煌进奏院状”。这是80年代时通过新华社的驻英记者在大英博物馆查到的。《开元杂报》和敦煌进奏院状，证明唐朝已经有报纸，当然是比较原始状态的报纸。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唐朝还没有邸报的称呼，邸报是宋朝才开始有的称呼。唐朝只有“报状”，和“状”等之类的称呼。戈公振曾引用《全唐诗话》中关于韩竑被告知他将升任驾部郎中知制诰一职记载，其中就提到了邸报，但《全唐诗话》是南宋人写的，不能引来作为唐朝已经有“邸报”这个字眼的确切的证据。第二，唐朝的敦煌进奏院状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她实际上是一种类似新闻信的东西，有点像西方国家早期的newsletter。西方的新闻史讲报纸的源头是从新闻信开始的。第三，这些还都不是印刷物，敦煌进奏院状从实物看就知道是手写的。清末民初，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说在清末民初，曾经有人看到过七张《开元杂报》，是印刷版，“云是唐人雕本”。改革开放前有人认同这一说法，但是并无实物作证。若是真有，那为什么唐朝之后一千年没有人提起它？孙毓修之后也没有人再见过？所以我们说，唐朝已经有的报纸是指原始状态的官报。

　　由此，改革开放以后的教材和著作大都倾向于这样的说法：中国报纸起源于唐朝，其成形和体系的完善是在宋朝。但20世纪90年代后，新闻史的学者有人又重新提出“汉朝就有报纸”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复旦的姚福申和中国新闻学院的张涛，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建国后在西北地区出土的木简，木简上的字的内容涉及当时的一些政治信息，以此称它们为木简报，或者是叫府报。对他们两位的观点，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如何证明这些木简就是报纸，因为它出土时已经是零散的碎片，根据现在木简上能看到的零碎的字句和信息，很难断定它是官文书还是报纸。所以我们在一些正式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中并没有取报纸起源于汉朝的说法。


（二）
 全面学苏联对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的影响问题


我国从清朝末年就开始有人提倡要学俄国，当时强调的主要是学习彼得大帝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十月革命以后，又提出了要学苏联，即所谓的“以俄为师”。建国以后实行“一边倒”的方针，更是全面地学苏联。教育界学习苏联后的一个大的举措，就是进行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但调整后的专业分得太细，有的工科大学里甚至细到设置了专门研究如何制作纽扣的纽扣专业；新闻界建国后也是全面学苏联，人民日报对口学真理报，新华社对口学塔斯社，学校里按照苏联模式成立了教研室，定期聘请苏联专家来讲新闻学方面的课。当时北大的新闻专业还组织了一批老师突击学习俄文，然后集体翻译了《布尔什维克文集》和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讲义，其中就有苏共报刊史教材。全国新闻院校都在学习这些翻译过来的教材。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我们新闻史的教材基本上是按照苏共报刊史的模式来编写的，虽然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有变化，苏联方面撤退了专家，但是苏共报刊史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影响的结果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用党史、思想史、路线斗争史取代报刊史。我们编出的中国新闻史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讲党史、思想史、党内的路线斗争史。当时的苏共报刊史就是这样。

　　其次，用党报史取代中国新闻史。其结果是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全貌得不到完整的反映。建国前的那些旧版的中国新闻史的教材很少提到共产党的报刊史，比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只是几句话简单地提了一下《每周评论》、《新青年》，其他的党报党刊基本没有涉及，从中看不出中国共产党报刊史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极端。而新中国成立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以绝大部分的篇幅去介绍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发展历史，而不太重视共产党报刊以外的其他类型和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的介绍，用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历史取代了中国新闻史。党报毕竟只是历史上众多的各种类型和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中的一个部分和一个方面，党报史当然很重要，但党报史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新闻史。

　　再次，写法上也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比如写党报的发展，一开始就是“燎原之势”，而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历史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步发展起来的，是由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的。此外，还有以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写法。比如一部中国新闻史的教材对国民党方面的和中国其他力量的报纸的介绍研究和分析评价也有所不及。而且在介绍的时候有很多的叙述不是很准确，比如在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报业介绍方面就有所缺失、偏颇。其实对抗日战争本身过去的很多叙述就不是很准确，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里好像整个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在准备打内战，在抗战方面妥协、投降、消极，这并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领和士兵也是全力以赴的，共产党有狼牙山五壮士，国民党有八百壮士；共产党有平型关战斗，国民党打过昆仑关；共产党有刘家庄会战，国民党有常德会战等。2004年国民党“国防部长”来大陆访问后回去就发表文章说很失望，因为看不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告中肯定了国民党军人的贡献，也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作战，同时还肯定了海外华人对抗战的支持。可见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历史，反而能够团结，所以在新闻史的写作上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教学方法上的影响。苏联专家讲课的特点是念讲稿，照本宣科，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的教师也照搬这一作法，一上来就埋头念事先写好的讲稿。这一教学方法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完全改变。

　　所以，新闻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和苏共报刊史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这种影响才逐步弱化，但很多教材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苏联的那种模式的影子，还需要继续消除和摆脱。

（三）对个别报刊和报人的评价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的教学与研究都曾经有过一定的偏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近代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行为的评价不够实事求是。例如有的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都属于文化侵略，这种说法就过于笼统，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知道，从明朝开始就有外国传教士来华，早期的传教士来中国，多数情况下是从事职业宗教活动的，此外的有些活动，如翻译儒家经典，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成果等，还带有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在明末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他们的这些活动并不存在文化侵略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力还居于世界的前列，还不存在他们以强凌弱的问题。鸦片战争前后，确实有一些传教士参与了侵华活动，他们所办报刊上有部分文化侵略的内容。但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们并不像一些侵华史所描写的那样，通通都是帝国主义的鹰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做过一些对中国人民友好和有利的事，比如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就表明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光绪年间华北地区的旱灾、东北的鼠疫等自然灾害和流行病发作时，做了不少符合人道主义的事情的。这些是不必完全否定的。

　　二、对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改良派从维新运动后到民国成立期间的办报活动的评价，都有点刻意的贬低。我写的一些书和文章中，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我对康梁的一些办报活动，都有点贬低。特别是在拿他们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对比的时候。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三、对个别党的报刊和新闻工作者的评价也有片面性。例如对后期《向导》的某些宣传过于求全责备。这也是不够公平的。当年《向导》的一些言论、主张和它所宣传的内容，是受第三国际的领导的，如果有问题，责任不在刊物和主持刊物工作的某些人，而在第三国际。最近，第三国际的档案解密，有关的情况就更清楚了。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是受第三国际的领导的。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多，经费也很困难。早期的共产党刊物包括《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还有后来在巴黎办的《救国时报》等，都是共产国际出的钱。当时的共产国际还先后派马林、维经斯基等负责《向导》，实际掌控刊物的言论。所以对《向导》的评价，如果不考虑到第三国际的影响，做具体的分析，就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对早期党的报刊工作者的评价也是这样，特别是对陈独秀。陈独秀后期派彭述之主持《向导》的工作，他自己也在党报上发了很多文章。建国以后，给陈独秀扣了很多帽子，其中最重、最常用的两个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投降主义者。实际上在办《向导》的这一段时期和大革命的最后两年，陈独秀完全是受制于第三国际。很多观点实际上是第三国际通过陈独秀贯彻，并反映在党报上的。比如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持保留态度。他不赞成和国民党靠得太近，希望保持一点距离。1925—1926年，陈独秀三次提出自己的意见，都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主张，陈独秀是代人受过。

　　说到对陈独秀的评价，有很多是不符合实际的。陈独秀一共被扣了五顶帽子，除了前面讲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投降主义者，还有叛徒、汉奸和托派等。所谓的叛徒是指他1932年入狱以后，投降妥协，投靠蒋介石了。但事实上，陈独秀在监狱中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坚持了他的革命气节和立场，没有任何妥协言论。当时的《新华日报》在王明的把持下，说他是汉奸，说他一个月拿汉奸组织提供的300块钱，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陈独秀倒是的确当过托派。托洛茨基是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时期的总指挥，后来斯大林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暗杀了托洛茨基，并诋毁他为叛徒、特务、苏奸、恶棍。中共根据苏共的评价，也将托派看做十恶不赦的敌人。这个帽子也曾经被硬戴在陈独秀头上。对陈独秀这样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建党时期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都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革命者，我们此前对他的评价还是有欠公道的，但是这个不是学术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近些年大量的研究成果已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四）对中间报刊的评价问题

社会上的群体在政治上是分左中右的，报刊也有左中右之别，各时期除了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外，都有属于中间这一块的报纸。解放以后我们的新闻史对历史上的左派报刊的研究加强了，成果比较多。对右翼的报刊特别是“报右”的报刊介绍得不多，但是批判得也不多。因为这一类报刊多数已经是“死老虎”了。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活动中批判最多的，反而是中间报刊这一块。因为它还有一定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中间力量这一块，从阶级上来看，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职业上来看主要是工商业者、民族资本家、企业家、农民和知识分子。其中，知识分子这一块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都是受到批评最多的一个群体。连累所及，对中间的报刊批判也因此是比较多的。

　　其中受批判最多的是《大公报》，因为它是中间报刊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影响比较大，得过国际上的一些奖项，受到的推崇比较多，出的人才也比较多。但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公报》都是批判的对象。过去对《大公报》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说它是政学系的报纸。实际上，《大公报》和政学系没有关系。《大公报》没有拿过政学系的钱，没有接收过政学系的人，也没有宣传过政学系的观点。第二，说它是大资产阶级的报纸，但事实上，《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是一位小职员出身的报人，他办报的经费主要靠集资，从教会、法国使馆、商会、民间银行等方方面面凑的钱。三是说它小骂大帮忙，替国民党说话。实际上它对国民党不同意的地方，也有大骂，有时还骂得很重。比如骂国民党抗战不力，骂重庆官员贪污腐化，骂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大员搞所谓的“五子登科”，骂蒋宋官僚资产阶级怙势揽权，都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和老百姓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愤慨。要说帮忙，他诚然帮过国民党，但更多情况下是帮了共产党。比如它派记者去苏联访问，派范长江前往边区和延安做系列报道，增加了民众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虽然在一些评论文章和报道中，《大公报》以国民党为正统，支持蒋介石执政，但相对之下，它对共产党帮的忙更多。

　　我们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有一部分是对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观点的批判，除了对《大公报》的批判外，也有对《观察》的储安平、《新路》的萧乾等这些中间报刊、中间新闻工作者的批判。《观察》属于解放战争时期，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报刊。它追求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对的对共产党、对解放区倒是有很多褒义的介绍和言论。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观察》的言论，客观上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向往解放区，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其言论对国民党是不利的，最后《观察》也是国民党查封的。但其资产阶级民主的理念在解放后也受到了严厉批判。

　　历史上这些中间派中间路线中间道路中间类型的报刊在新闻史上还有很多，如《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五四前后，胡适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之类的文章，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他有所指摘和批评，是很自然的。连带所及，对中间报刊和报人的研究、分析、评价也因此受到影响。其实对这些报刊在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功过得失，还应该做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地全部抹杀，全盘否定。还是有一些需要斟酌，中间报刊这一块还是值得研究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有关新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主要是上面这四个方面。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现在受到了更多的新闻教学研究之作者的，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扶持。新闻史的研究从面上来看，有了一些基础，相关的教材也出来了将近60部，但是在同水平上有一些重复，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个别报刊、个别报人的个案研究上，逐步加强研究的深度。只有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做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的工作，才能够比较丰满地完成一个个研究课题。在此基础上再去写文章，编教材，才能使新闻史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提高。

　　

（据2007年9月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一次讲座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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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新闻史学家。1926年生，广东普宁人。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年至1958年、1972年至1978年两度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至1972年和1978年至今，两度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吴玉章奖基金会委员兼吴玉章奖新闻学评审组召集人，中国新闻事业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15所大学新闻传播院系顾问、兼职教授或课程教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的报纸》(1979)、《报刊史话》（1979）、《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报史与报人》 (1991)、《新闻史上的奇情壮彩》（2000）、《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主编，1983)、《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主编，199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主编，1992)、《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主编，1992)、《中国新闻传播史》（主编，2002）、《大公报一百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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